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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适认为，“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古史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３４、３３８页）。郭沫若

则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见……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

的论辨自然并未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为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九，《郭沫若全

集·历史编》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０４、３０５页）至于“走出疑古时代”的说法，就更为大家所熟知了。

顾颉刚疑古史学的现代价值

李 振 宏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顾颉刚发起疑古思潮以来，学界毁之誉之，已经

有很多论辩。有胡适、郭沫若等人的明确肯定，有冯

友兰从信古、疑古、释古的认识论阐释，更有九十年

代李学勤先生打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大旗，宣布“疑

古”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历史时代①。关于古

史辨派的研究，多是积聚在这些说法的旗帜下，评价

其辨别伪书、史实的功绩或缺失，评价其方法论问

题；但这些评价多是将其放在具体的事实性层面上，

而对其在学术精神层面的评价，从更高的学术之所

以为学术的角度的评价，尚嫌不足。

从今天的学术时代出发，对古史辨的评价，需要

跳出史书辨伪和史实考订的框框，甚至方法论的框

框，而侧重从学术精神、学术态度、学术理念以及学

术功能和使命的高度，对之作出新的考察。林沄先

生在十多年前批评“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时说过一

句话：“走进疑古时代就很好，不用走出来的。”［１］这

句话讲得很好，很深刻，值得认真体味。

为什么“不用走出来”呢？以笔者之见，走出来就

不是学术了，就失去学术的品格了。学术的本质属性

是怀疑与批判，没有疑问、质疑、否定、批判，就不会有

学术的发展。所以，如何对待“疑古”的问题，关乎着

学术发展的根本问题。顾颉刚疑古史学带给中国学

术的，就是以怀疑和批判为表征的学术的现代性。

现代学术是相对于传统学术而言的。

在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是经学。从纯粹学术

的角度说，经学的本质是其非批判性。经学的精神

本质是建树精神权威和培养精神奴隶，经学的学术

特征是通过传注而传承，传道、授业、解惑是这种学

术的基本传延途径，与现代学术通过质疑、批判、否

定、否定之否定而发展的路径截然不同。没有批判

和否定，就没有学术的发展，而经学的发展就完全不

依赖于批判和否定，相反，它的最根本的特征则是拒

绝批判。

现代学术精神的内核是“批判”，没有批判就没

有学术的发展。这是就学术之所以为学术而言。就

现代学术的功能而言，也是“批判”二字。落实在人

文社会科学的领域，历史学的领域，学术的使命就是

执行社会批判。

马克思说他的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

的和革命的”［２］（Ｐ１１２）。多年来，笔者是凭着从马克思

那里受到的启发，去理解现代学术之本质的。无论是

从学术的属性上看，还是从学术发展的动力因素说，

抑或是讨论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或使命，笔者所强调

的都是“批判”二字。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给蒋大椿先

生写的一篇评论中，笔者第一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社会科学的主要使命之一是执行社会批判，即通过

对重大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分析批判，去推动当代

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历史科学也不例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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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学术月刊》第１２期发表关于本人的学术访

谈，访谈的标题就定为《让学术执行批判的使命》。

２０１１年，笔者在《史学月刊》第１期发表题为《论刘知

幾史学的批判精神》的文章，结尾处写道：

①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不仅是一种新的古史观，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特点。胡适曾对此有所总结：

“他的方法可以总括成下列方式：（１）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２）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

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３）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

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４）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胡适：《古史讨论读后

感》，《古史辨》第一册，第１９２－１９３页）而这种可操作性，恰恰是古史辨能迅速发展为一个学术运动的重要原因。

社会需要批判，任何社会的任何时代

都需要批判。因为，任何时代的社会发展，

都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创造，人类永远需要

为自己开辟新的前景。正因为这样，不断

对自己的创造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以利

于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为历史向人类自身

提出的一个庄严的要求。社会科学就是应

这种要求而产生的。

从思想学说的角度说，没有任何一种

学说是绝对的终极真理，不应该接受分析、

质疑和批判；从社会或政治上说，没有任何

社会或政治的现实状态，是最完美的理想

状态，不应该接受来自社会成员的思考和

批判。而正是人们持续不断的分析思考、

质疑批判，才可能促使一种学说或政治逐

渐地臻于完善。思想的和社会的批判，是

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和活力。

这些是笔者从本质的意义上对学术或者说现代学术

的理解。批判性，是学术之成为学术的基本特征。

而顾颉刚的疑古史学，高举的恰恰就是这样一面批

判的旗帜。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我

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

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

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

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

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４］（Ｐ６０）这在学术史上不只是一个破天荒的发现，一

下子击溃了传延千年的古史系统，否定了传说中的

古史的真实性，可信性；更重要的是，他由此揭起一

面怀疑、否定、批判古史观念的大旗，将史学研究从

征信一变而为质疑，改变了学术的致思方向，并由于

其鲜明而强大的方法论属性，迅速造成广泛而持久

的影响，开辟出近代史学的发展路径①。

由于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所推动，顾颉刚很快就

在写作《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四个月后，在思想

的场域中攻城略地，扩大地盘，将“层累地造成的中

国古史”说，发展为一个古史批判的思想系统。这就

是他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

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

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

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４］（Ｐ９９－１０１）。

从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这种单纯的古史辨伪目

的，到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从辨别古史书到

打破陈陈相因的古史观念，贯彻其中的就是怀疑与

批判的学术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和一般的怀疑古

书古史是有本质区别的。学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

史辨伪是受了崔述《考信录》的影响，但人们这样说

的时候却忽略了顾颉刚的古史辨伪和崔述辨别伪书

的本质区别。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

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崔述相信经书即是信

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所以

整理的结果，他承认的史迹亦颇楚楚可观。但这在

我们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４］（Ｐ５９）顾颉刚认

为，崔述的考信辨伪，就目的说是为了“替古圣人揭

出他们的圣道王功”，其考辨则有确定的不可逾越的

思想边界，经书不仅不能怀疑，而且是判定其他诸书

是否可信的标尺。所以，崔述的考信辨伪还不能判

定为真正的科学精神。而顾颉刚则不同。传统经书

的权威性在他这里已经荡然无存，古史辨伪没有了

任何不可逾越的思想边界。他冲破传统的经学藩

篱，把一切古圣先贤的经典之作，都要放在历史的天

平上加以清理和考量。他提出的四个打破，每一个

“打破”都是石破天惊之言，都有惊世骇俗之效，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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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怀疑古史，具有彻底性的品格，具有“革命的和

批判的”近代学术精神，而与崔述之考信辨伪有了本

质的区别。完全可以说，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高

举的是一面以批判性为特征的近代学术旗帜。

怀疑与批判，是任何时期学术发展的精神依托，

更是为今天所必须。或者说，正是今天中国的学术

现状，要求我们要特别张扬古史辨运动的学术批判

精神。当代中国学术，特别是中国的传统学术研究，

或者说国学研究，几乎完全失去了学术的批判属性，

其主流倾向变成了向传统的复归。人们对传统国学

的推崇，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宗教情感。毫不过分地

说，当下的国学研究，已经窒息了传统学术的生命

力，使其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其根源，就是我们

对待国学，只有阐释、敬仰而丧失了批判的兴趣和能

力。这是一种特别可怕的趋势或走向。今年四月份

《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一篇文章就特别可怕，其

思想倾向简直使人怀疑它是不是就是一种高级黑！

文章写道：

① 唐巍、韩同瑞：《中国传统文化 势必造福人类》，《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第４０版。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公开而大胆

地预言：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

社会开创新文明的是中国，中国文明将一

统世界。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

在于中国文明……

……“传统”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所“传

承”的思想，是来自于全人类思想、文化汇

聚之源泉，统一之本源，也就是说，中国传

统文化是本源文化，是天人合一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以文载道、传道，最终的归属

是引领人心合于道、归于光明本源，因为中

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华夏文明是本源的文

明，故能亘古不变，所以，世界四大文明，只

剩下华夏文明从未中断，绵延数千年。

……中国传统文化是引领人们超凡入

圣。……①

把传统文化吹嘘到如此不恰当的地步，完全背离了

中国文化求实、平实、自谦之美德。把中国文化说成

是要统一世界的文化，这将置其他民族文化于何地？

这不是要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对立面

吗？名为赞扬，实为诋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

种文化喧嚣，就是典型的高级黑。

把中国文化说成是是“成圣文化”，其精髓是“引

领人们超凡入圣”，这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来最

大的梦呓，是中国文化的自我麻醉，是自欺欺人的思

想欺骗。在今天仍然要宣传这些东西，并将此视为

中国文化的精华或精髓，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精神

的扭曲和阉割！

这种毫无批判性的文化阐释，并不能真正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更不可能发挥推进当代文化建

设的积极作用。如果从批判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中国

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我们就不会一味地在那里提

倡和弘扬，就要去发掘、正视其理论缺陷。而正是正

视其理论缺陷，才可能使我们在弘扬传统文化、建设

当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文化事业中，

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使我们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同时，摒弃其落后或糟粕性的成分，并针对其先天

性的理论缺陷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之优长。

事实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也的确是有先天性的

理论缺陷的。如果我们可以去发掘其理论缺陷的

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理性自觉的话，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儒学，它的理论盲区并不是很难发现。譬如，

儒学的这样几大理论盲区，就是无法回避的：

缺乏制衡绝对权力的理论

缺失阐发政治宽容的思想要素

不正视人的个体性问题

相信人性的善良

而这几个方面的缺失，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建设是

极其致命的：

缺乏制衡绝对权力的理论和途径，就

不能应对当代的民主制度建设；

缺失阐发政治宽容的思想要素，弱化

了现代政治的必要张力，强化了政治的专

制属性，就无助于建设具有包容度的现代

政治；

不正视人的个体性问题，就无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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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人的自由、平等问题；

相信人性的善良，就无法应对现代社

会法制建设的紧迫性问题。

所以，儒家学说在应对当代社会政治建设的问题上，

是力不从心的，一味地把当代社会的政治建设和文

化建设的希望寄托在儒学身上，不是理性的选择，儒

学并不具有复兴中国的精神力量。在对待传统文化

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理智的科学态度。

批判性思维，是学术研究、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思维

品质。而顾颉刚的“疑古”就体现着这样的思维素质

和学术精神。

回到疑古史学的讨论上来，应该承认，疑古与信

古体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学术精神。走出疑古的倡导

者发挥冯友兰的“释古”说，定位走出疑古的学术方

向为“真正进入释古时代”，把冯友兰的“信古、疑古、

释古”学术研究三种态度说，变为史学研究或史学认

识的三阶段、三时代说，而同时把“释古”变成毫无意

义的概念。总起来说，从疑古走向质疑和批判，走向

发展与创新，是学术生命力之所系；从信古走向盲目

地遵从和复归，走向保守与偏执，只能是窒息学术的

生命；释古的提法毫无建设性意义。所有的研究，不

管是疑古还是信古，都是一个“释”字，“释古”的提

法，没有确定的指向性。

所以，在疑古、信古与释古之间，我们只能坚持

“疑古”，特别是它所指示的科学精神和批判性思维，

是我们要永远坚守的方向，这就是林沄先生讲的：

“走进疑古时代就很好，不用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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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与批判：疑古史学的思想遗产
陈 峰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疑古思潮、“古史辨”运动曾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中国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１９９２年李学勤提

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疑古史学的是非曲直又

成为一个学术焦点。现在看来，“疑古时代”的说法

尽管不一定确切，但疑古思潮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一环，是中

国历史学的一次革命。直到今日，疑古思潮、“古史

辨”运动仍是古史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仍

关涉到对一系列古书、古史的基本判断。今天的古

史研究要少走弯路，绕开陷阱，走出迷雾，必须正确

估价疑古思潮所遗留的遗产。对疑古思潮的回顾总

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比如上古史研究，文献

学，史学理论，学术思想史等多个角度。这里主要着

眼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分析疑古思潮的价值。

首先应当厘清与“疑古”相关的几个概念的关

系。从冯友兰、周予同到李学勤等都将“疑古”、“信

古”、“考古”、“释古”相提并论，或认作几个不同的派

别，或视为几个相继的几个阶段，或看成几种并存的

趋势，其实这几个概念并不在同一层面，不宜混合在

一起。“疑古”与“信古”是一组对立的概念，“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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